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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據毆肯法則(Okun's Law)，利用雙變量馬可夫轉換模型(Markov Switching 
Model)與 Gibbs Sampling 來捕捉台灣之景氣循環並加以檢視毆肯法則(Okun's Law)在台

灣是否成立。實證結果顯示，考量台灣經濟有結構性的轉變之後，以雙變量馬可夫模型

結合 Gibbs Sampling 可充份掌握景氣循環的特徵，毆肯法則在台灣是成立的。政府當局

可針對產出與失業之抵換關係，衡量其間的相對成本，作為經濟發展政策之參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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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經濟大環境的繁榮與衰退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景氣循環向來是經濟學家、政

府單位以及社會大眾所關心的議題。一般將經濟擴張和衰退間的波動現象稱為景氣循

環，也就是景氣擴張與收縮交替出現的週期性循環變動過程。而 Diebold and Rudebusch
（1996）依照 Burns and Mitchell 的定義解釋景氣循環，其認為景氣循環模型應該要同時

將總體經濟變數間的共同波動與各種狀態的依存關係表現出來，反應了整個經濟體的運

作現象，如產業之興盛及衰退、勞動人口雇用、儲蓄及投資、進出口、政府投資…等。

也因為人們的經濟以及投資行為和景氣循環有密切的關係，所以在學術界之中，景氣循

環之轉折點和擴張期、衰退期的認定便成為其致力研究的議題。 

我國行政院經建會依循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所制定的方法與程序來認定台灣的景氣循環期間，自 1960 年以來，至今已公佈

了十次景氣循環。然而 NBER 的判定方法並不是客觀地由特定之模型來決定，而是以主

觀的一套標準與程序來認定，選取所得、交易、就業及生產等四大經濟部門之代表性指

標，綜合代表該國總體經濟之波動，但指標編制缺乏經濟理論且未對於共同波動有所定

義。雖然經建會所公佈的每一次循環對於廠商以及政府部門都具有一定的參考價值，但

在學術上，仍然傾向使用計量模型對景氣循環加以描述與認定。 

經濟學家歐肯(Oken, 1962)在研究美國經濟時發現，發現失業率每上升 1%，實質 
GDP 會下降 3%，即失業率與經濟成長率間具有抵換關係(trade-off)，這一經濟成長與

失業間的動能關聯性稱之為歐肯法則(Okun’s Law)。其可衡量因景氣循環所造成之失業

和產出變動間的關係，長久以來被經濟學者視為具一貫性的經濟關係，其有助於政府當

局衡量產出與失業間的相對成本，作為政策評估與預測。然而，因為經濟結構、制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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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的差異造成了此種抵換關係並非適用於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可能

會破壞此規律，而研究毆肯法則在台灣是否成立，將是本文要探討之重點。 
過去探討毆肯法則的文獻(Prachowny, 1993和Adams and Coe, 1990)大多著眼於歐美

等國的經濟情況，著墨於台灣的相關文獻則是付之闕如，因此本文根據毆肯法則(Okun's 
Law)，利用近來相當熱門的雙變量馬可夫轉換模型(Markov Switching Model)與Gibbs 
Sampling來捕捉台灣之景氣循環狀況並加以檢視毆肯法則(Okun's Law)在台灣是否成

立，期能更加了解台灣景氣循環的特性，作為政府當局政策制定之參考。 

 
貳、相關理論文獻探討 

 
Diebold and Rudebusch(1996)定義解釋景氣循環，其認為景氣循環模型應該要同時將

總體經濟變數間的共同波動與各種狀態的依存關係描繪出來 Sims(1980)採多變量自我

回歸模型將總體變數間的相互影響放入模型中刻劃景氣循環象。雖然 VAR 可以很清楚

的表現總體變數間的相互波動，但是為了達到這個目的，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必須增加許

多參數，使自由度過少將缺乏可信度。傳統計量上的混合模型已經可以描述不同狀態，

但是此模型假設各期資料之間相互獨立卻不符合時間序列資料的特性。直到

Hamilton(1989)以單變量馬可夫轉換模型利用GNP的成長率來捕捉美國景氣循環在經濟

高成長和低成長之間的非線性轉換後，馬可夫轉換模型就成了描述景氣循環中多狀態現

象的熱門模型。其不僅描繪出不同狀態之持續性且清晰地說明了前後期的波動是相關的。 

近年來也有許多學者研究台灣的景氣循環，例如林向愷、黃裕烈和管中閔（1998），
Huang（1999）及饒秀華、林修葳和黎明淵（2000）採用了單變量馬可夫模型，雖然能

刻畫各種狀態的相互關係，但是對於變數間的波動資訊卻受限於單變量而無法掌握。

Chen and Lin（1999a）採用多變量動態因子模型來認定台灣的景氣循環，他們所使用的

實質面總體變數為國內生產毛額、私人消費、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及出口，估計方法則使

用Kim（1994）近似的最大概似估計法。但他們的研究卻顯示，使用多變量動態因子對

於1990年以後台灣景氣循環的認定並無明顯助益，和經建會所公佈的景氣循環有很大的

差異。Chen and Lin（1999b）則以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及實質私人消費為變數，資料期間

為1961年第一季到1998年第四季，分別使用兩狀態及三狀態下雙變量馬可夫轉換模型，

以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algorithm為估計方法分析台灣景氣現象。其結果顯示以兩狀

態雙變量馬可夫轉換模型仍無法區分1990年以後的台灣景氣情況，若採用三狀態的模

型，其估計結果顯示出1990年代低成長狀態的時點大致符合經建會所公佈的第七次和第

八次的衰退期，而1990年其餘時點則屬於中成長狀態，經濟呈現高成長狀態已不復見。

然而，也因為允許景氣呈現了三種成長狀態，導致在1983年至1986年長時期處於中成長

狀態，而無法認定經建會所公佈的第六次景氣循環。因此，採用三狀態模型雖然可以描

述1990年以後的景氣現象，但也因為狀態增加混淆了部分1990年以前的景氣循環現象。 

在探討毆肯法則的文獻方面，Prachowny(1993)擴展了 Adams and Coe(1990)與
Gordon(1984)的季資料來探討毆肯法則在美國的情形。實證說明了美國呈現較弱的扺換

關係。Attfield and Silverstone(1997)以 Stock and Watson(1993)之最小動態平方法也說明

了毆肯關係在美國是成立的。Lee(2002)使用了三種分離趨勢之方法(HP Filter, Ka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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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和Beveridge-Nelson分解法)估計了 16個OECD國發現大部分的國家中毆肯關係是

的穩健的。由上述可知，過去探討毆肯法則的文獻大多著眼於歐美等國的經濟情況，著

墨於台灣的相關文獻則是付之闕如，因此，希望藉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能使我們更加了

解台灣景氣循環的特性。 

再者，由於模型漸漸地複雜化，估計參數或狀態變數就必須使用較有技巧的估計方

法。Kim and Nelson（1998）以 Gibbs sampling 作為估計 Dielbild and Rudebusch(1996)模
型的方法，由於使用 Gibbs sampling 估計出來的結果將不再只是趨近真實參數，而可視

為由真實母體獲得的參數，再加上執行上的便利，使得 Gibbs sampling 成為近年來相當

受重視的估計方法。Gibbs sampling 利用模擬方法避免了複雜的運算，且有良好的收斂

性質，此外，Gibbs sampling 估計方法較不受限資料的多寡，對於資料較少時仍能捕捉

到一定程度參數的母體特性。因此本文採用此法來作為模型中參數的估計方法。 

綜合言之，一些學者(Friedman, 1988和Altig and Rupert, 1997)相信失業與產出之關係

已發生了結構性轉變(structural change)，若忽略此屬性，不易補捉到景氣循環的衰退與

成長狀態，徐世勛和管中閔（2002）針對此種情形，加入了結構轉變的檢定，並使用雙

變量馬可夫模型，以及GDP與就業人數為替代變數，針對1990年後捕捉其景氣循環，但

是為何選取此兩種變數則是立論未深。因此，本文於理論上根據歐肯法則(Okun, 1962)，
選定GDP與失業率做為我們的雙變量馬可夫的變數，考慮了結構性轉變後，再利用Gibbs 
sampling之抽樣法，可將估計出來的結果視為由真實母體獲得的參數，期能更準確刻畫

出台灣之景氣循環，藉由歐肯法則運用到景氣循環之估計時，可作為政府衡量產出與失

業間相對成本的參考依據。 
 

參、.研究方法 

3.1資料範圍及來源 

本研究為了捕捉景氣循環及毆肯法則在台灣的穩健性，首先以ADF單根檢定檢驗資

料是否為穩定序列，再來採用雙變量馬可夫模型分析資料，並使用Gibbs sampling估計

馬可夫模型的參數。在變數選擇方面，根據毆肯法則與上述選取了未經季節調整的實質

GDP與失業率，實質GDP與失業率的資料是以1979年第一季到2001年第四季，共有92筆
資料，之後取對數對季節做差分即為年成長率，最後以實質GDP與失業率的年成長率作

為雙變量馬可夫模型的變數。 

未經季節調整的實質GDP與失業率的資料來源是取自教育部電子計算中心的

AREMOS的「台灣地區國民所得資料庫」(NIAQ)及「台灣地區人力資源統計資料庫」

(MAN)與行政院主計處網站所公佈的統計資料。 

3.2 研究模型 

3.2.1 馬可夫轉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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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夫轉換模型係由 Hamilton 首先提出，Hamilton 設計出一階馬可夫轉換模型，

模型中假設狀態有不同分配，序列資料依照本身的特性，自行決定所在區間的分配狀

態，相較於給定狀態變換時間或變換水準的模型，更能依照資料特性來做狀態之間的轉

換，以充份解釋利率的動態行為。當我們懷疑樣本是來自不同狀態下的母體時，我們會

利用混和模型的方法來表現一組樣本可能選自不同狀態下的母體特性。但是傳統混合模

型中假設各期的狀態間是獨立的變數。當我們認為資料的各期間具有持續性的情況時，

此時傳統混合模型就無法適用。而馬可夫轉換模型就是延伸自混合模型的概念，且可以

表現出資料期間具有持續性的情況。 

假設 為t期狀態，若有N種不同狀態，轉換機率為： tS

( ) ( )1 2 1, ,...t t t t tP s j s i s k P s j s i p− − −= = = = = = = ij  

此轉換機率代表由 t-1 期的狀態 i 變成 t 期的狀態 j 的機率值，僅與 t-1 期的狀態 i
有關，而與在 t-1 期之前的狀態並無關係。我們將具有此種特性的隨機過程稱為馬可夫

過程或馬可夫性質，可區分出景氣循環中多狀態的現象。若此隨機狀態變數不但具有馬

可夫過程的特性，而且狀態變數為有限且可數的數值，則將此隨機過程稱為一階馬可夫

鏈。即當期狀態 出現的機率取決於上一期tS 1tS − 所處的狀態狀態。同理若轉換機率由 t-1
期的狀態 i 變成 t 期的狀態 j 的機率值，與前面 t-1 到 t-N 期的狀態有關，則稱為 N 階馬

可夫鏈。而包含所有狀態轉換機率的矩陣，我們稱之為轉換機率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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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N×N各參數在移轉機率矩陣裡。給定上一期的狀態，下一期所有可能的狀態機

率和為1。亦即，矩陣H中的每一行加總和為1，即： 

11 12 1 1Np p p+ + + =LL  

本文假設狀態變數 為兩種狀態且一階馬可夫過程，當 等於1表示經濟狀態處於

低成長期， 等於0表示處於高成長期，且假設狀態轉換機率矩陣中的機率為固定，已

固定參數加以估計。本研究依據歐肯法則，選擇了實質GDP與失業率的年成長率作為雙

變量馬可夫轉換模型中的變數。 

tS tS

tS

 
 3.2.2 Gibbs Sampling 

由於模型漸漸地複雜化，估計參數或狀態變數就必須使用較有技巧的估計方法。Kim 
and Nelson（1998）以Gibbs sampling作為估計Dielbild and Rudebusch(1996)模型的方法，

由於使用Gibbs Sampling估計出來的結果將不再只是趨近真實參數，而可視為由真實母

體獲得的參數，再加上執行上的便利，使得Gibbs Sampling成為近年來相當受重視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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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方法，所以本文採用Gibbs Sampling作為本研究的模型參數估計方法。如果將一個模

型中的所有參數假設為隨機變數，我們自然希望了解這些參數的聯合分配。我們若能掌

握這些聯合分配的特性，就可以將期望值當作模型中的參數值，以反映參數的母體特

性。然而，這個真實的聯合分配形勢可能是未知的或是相當複雜的。 

Gibbs Sampling是馬可夫鍊蒙地卡羅模擬法的一種，不管是否掌握真實母體分配的

確切形式，它都可以產生一連串參數分配實現值，而這些實現值可視為從母體分配中所

抽取的樣本，我們可藉這些樣本來描述真實母體分配的特性。 

首先任意給定所有欲估參數的起始值 。令 ，並依下列所示

的k個步驟反覆執行T次： 

(0) (0) (0) (0)
1 20 (0 ,0 ,...,0 )k= 1i =

1. 從完全條件分配 ( 1) ( 1) ( 1)
1 2 3( , , ,..., )i i i

kYπ θ θ θ θ− − − 中抽取一個樣本值，記為 ( )
1

iθ ，並更新後續

步驟中的所有 ( 1)
1

iθ − 為 ( )
1

iθ 。 

2. 從完全條件分配 ( 1) ( 1) ( 1)
2 1 3( , , ,..., )i i i

kYπ θ θ θ θ− − − 中抽取一個樣本值，記為 ( )
2

iθ ，並更新後續

步驟中的所有 ( 1)
2

iθ − 為 ( )
2

iθ 。 

       ﹕ 

k. 最後從完全條件分配 ( ) ( ) ( )
1 2 1( , , ,..., )i i i

k Yπ θ θ θ θk− 中抽取一個樣本值，記為 ( )i
kθ 。如此我們

就得到一組參數值 ( ) ( ) ( ) ( )
1 2( , ,..., )i i i

k
iθ θ θ θ= 。 

重複上述的循環 T 次後，可得到 T 組參數分配的實現值 (1) (2) ( ), ,..., Tθ θ θ ，這些實現

值稱為 Gibbs 數列。將這 T 組數值依序帶入每一個部分參數的完全條件分配中，也可以

得到每一個部分參數的 T 個完全條件分配，如 2θ 的 T 個完全條件分配為

( ) ( ) ( )
2 1 3( , , ,..., ), 1,...,i i i

kY iπ θ θ θ θ = T 。有了這些結果，就可依據 Gibbs Sampling 的性質，對

參數分配本身或參數分配的各階動差進行估計。Gibbs Sampling 不斷的更新和代謝各組

參數的完全條件分配，最後得到 Gibbs 數列作為估計時的主要依據。這些計算結果不但

避開了繁複的計算，且都具有母體的特性，在執行的過程中，仍有一些細節值得提出來

討論。 

首先，為了使收斂速度加快，可將模型參數依照相近性質分為 k 組，再進行分析，

以迴歸模型為例，我們可以將關於變異數的參數列為一組，而斜率項的係數分為另一組。 

其次，這 k 組參數的完全條件分配必須為已知的，這是保證其聯合分配是唯一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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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滿足的條件，也是執行 Gibbs Sampling 所不可缺少的。當然，在實證上完全條件分配

的獲得已經比聯合分配要容易的多，Gelfand and Smith(1990)更提及某一參數的完全條件

分配通常都假設只和鄰近的部分參數有關，更精確的說，對於 k 組參數( 1 2, ,..., kθ θ θ )，其

完全條件分配可定義為： 

    ( , ; ) ( , ; ), 1,...,i j i j iY j i Y j S iπ θ θ π θ θ≠ ≡ ∈ = k  

其中 是指{iS }1, 2,..., k 中 I 的鄰近子集合。才能將 ( )iθ , i＞N 之後所抽取出的數值視

為從真實分配中所抽取的樣本點，也就是我們所關心的話題。一般來說，通常 N 值取

1000 或 2000 即可。 

有了各組參數的事後條件分配後，任意給定起始值之後即可執行 Gibbs Sampling。

在每一次的執行循環當中，由均勻分配隨機抽取之數值若其條件機率大於 0.5 就歸為低

成長狀態，當每一次循環的狀態能夠認定之後就可得到其他組參數之條件事後分配。再

經由隨機抽取樣本點後可得到 Gibbs 數列，即可估計各組參數事後分配的期望值來作為

本研究模型中參數之估計值。 

 

肆、實證分析 
 

本研究分析的資料是未經季節調整的實質 GDP 與失業率，實質 GDP 與失業率的資

料是以 1979 年第一季到 2001 年第四季的資料，取對數對季節做差分即為年成長率，以

實質 GDP 與失業率的年成長率作為分析的變數。 

我們將實質 GDP 與失業率的年成長率的樣本平均數、樣本標準差和其相關係數列

於表一。 

 

表一 GDP 與就業人數的基本統計量 

     期間          GDP 年成長率       失業率年成長率    相關係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1979Q1～2001Q4    7.049  2.284         2.55   1.304       0.285       
1979Q1～1989Q4    7.810  2.737         3.73   1.356       0.383 
1990Q1～2001Q4    6.191  1.166         7.44   0.842       0.52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若未判斷迴歸誤差變數是否為定態序列，就進行迴歸模型估計分析，可能產生假性

迴歸的情形，使得我們藉由計量模型所配適出的結果將不具有任何實質的經濟意義。為

避免此一問題發生造成實證錯誤，所以我們必須先探討變數是否恆為定態，也就是檢驗

資料中的各項經濟變數是否存在單根的現象。目前實證上常用的單根檢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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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menet-Dicky-Fuller(ADF)檢定、Phillips-Perron(PP)檢定，因此本研究採用 ADF 檢定

與 PP 檢定檢驗變數是否具有單根。接著利用 ADF 檢定實質 GDP 與失業率的年成長率

是否具有單根，然後再根據 Ljung-Box Q 統計量決定適當的 ADF 迴歸，利用不同階次

的 Q 統計量檢查各個 ADF 迴歸是否具有白噪音，在殘差具有白噪音的迴歸中選擇最精

簡的單根檢定模型。從表二 ADF 檢定中，實質 GDP 與失業率分別在 5%的顯著水準及

1%顯著水準下拒絕其為單根的虛無假設。而在 PP 檢定中，實質 GDP 與失業率在 5%及

1%的顯著水準下拒絕其為單根的虛無假設，因此實質 GDP 和失業率皆可被視為定態數

列，可用於馬可夫轉換模型。 

表二 實質 GDP 與失業率單根檢定表 

變數 落後期數 ADF 統計量 落後期數 PP 統計量

實質 GDP 3 -3.043** 3 -3.151** 
失業率 1 -3.788*** 3 -3.906*** 

註: 表格內為統計 t-value。***則表示 1%統計的顯著水準，**表示 5%統計的顯著水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再來利用雙變量馬可夫轉換模型做進一步之分析，且將 Gibbs 數列中每一期之高成

長狀態的條件事後機率加總平均，得到 屬於高成長狀態的事後機率，結果於圖一所表

示。 

tS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一 1979 年第一季到 2001 年第四季雙變量的全期事後機率 

 

利用 Gibbs sampling 估計可直接得到狀態變數的事後機率。此事後機率與全期機率

相同，我們實證分析中大多是以事後機率為主。以圖一所表示的 1990 年以後至 1999 年

台灣景氣循環處於低成長狀態，而有十年的低成長期是不合常理的，因此，在 19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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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台灣可能經歷了一次結構性轉變，由高速成長階段轉變成了低度成長階段。因此，

若只以全期資料做分析，溫和成長階段被歸類為低成長階段的情形就會發生，導致在溫

和成長階段景氣波動無法被區分。徐士勛（2000）一文也指出台灣經濟在 1989 年第四

季產生了結構性的轉變，因此本文以 1990 年為分割，把樣本區分為兩個子期間來做探

討。 

首先我們以雙變量馬可夫模型來分析 1990 年以後實質 GDP 和失業率的年成長率，

關於參數先驗分配中的期望值和標準差的設定，則是採用了 Kim and Nelson(1998)的設

定，處於高成長時期的狀態變數事後機率以圖二和表三所示。由圖二可看出，1990 年以

後台灣景氣循環多半仍處於高成長狀態，不像未考慮結構性轉變前所顯示的為低成長狀

態。且 1990 年後台灣有三個期間處於低成長狀態，分別是 1996 年第四季、1998 年第四

季到 1999 年第三季與 2001 年第 3 季。而經建會所公佈的第八波谷底為 1996 年第一季、

第九波谷底為 1998 年第四季、第十波谷底為 2001 年第三季。在高成長方面，本研究的

估計為 1995 年第二季、1997 年第四季與 2001 第二季，與經建會的公佈相去不遠(第八

波高峰為 1995 年第一季、第九波高峰為 1997 年第四季、第十波高峰為 2000 年第三季)。
此外，由表三可觀察參數先驗分配及估計的事後分配期望值與標準差。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二 1990 年後雙變量的全期事後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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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990 年後雙變量模型狀態變數事後機率 

時間 事後機率 時間 事後機率 

1991Q1 0.9816 1997Q1 0.3866 

Q2 0.9977 Q2 0.2556 

Q3 0.9778 Q3 0.6825 

Q4 0.9903 Q4 0.9943 

1992Q1 0.9940 1998Q1 0.7973 

Q2 0.9842 Q2 0.9918 

Q3 0.9875 Q3 0.9902 

Q4 0.9957 Q4 0.9793 

1993Q1 0.9930  
1999Q1 

 
0.9683 

Q2 0.9980 Q2 0.9418 

Q3 0.9921 Q3 0.0081 

Q4 0.9904 Q4 0.3053 

 
1994Q1 

 
0.9162 2000Q1 0.3618 

Q2 0.4977 Q2 0.9887 

Q3 0.9067 Q3 0.3543 

Q4 0.9454 Q4 0.7542 

1995Q1 0.8704 2001Q1 0.9885 

Q2 0.9924 Q2 0.7831 

Q3 0.9513 Q3 0.3282 

Q4 0.9723 Q4 NA 

1996Q1 0.9962 Q3 0.9062 

Q2 0.9905 Q4 0.827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龍華科技大學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09 

 

再者，本文分析結構轉變前的實質 GDP 和失業率，為了避免溫和成長階段資料的

干擾，我們資料選取的期間為 1979 年第一季到 1987 年第三季共三十五筆資料，得到的

結果如圖三。圖三中，台灣的低成長期間有 1981 年第一季到 1983 年第一季及 1984 年

第四季到 1985 年第四季，而經建會所公佈的谷底為 1980 年第二季到 1983 年第一季及

1984 年第四季到 1985 年第四季，幾乎捕捉到景氣循環的變化。 

0

0.2

0.4

0.6

0.8

1

1.2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三 1979 年第一季到 1988 年第三季雙變量的全期事後機率 

 

伍、結論與建議 
 

 
景氣循環向來是經濟學家、政府單位以及社會大眾所關心的議題。一般將經濟擴張

和衰退間的波動現象稱為景氣循環，也就是景氣擴張與收縮交替出現的週期性循環變動

過程。經建會採用 NBER 的認定程序和標準，每隔一段時間也都會公佈景氣循環的高峰

和谷底時間，公佈結果雖然有一定的可信度，認定過程中也加入了不少人為主觀判斷，

因而學術界傾向客觀地以計量模型來描繪景氣波動之現象。再者，過去探討毆肯法則的

文獻大多著眼於歐美等國的經濟情況，著墨於台灣的相關文獻則是付之闕如，因此本文

利用近來相當熱門的雙變量馬可夫轉換模型與Gibbs Sampling來探討台灣的經濟情況是

否符合毆肯法則，依據歐肯法則選取 GDP 與失業率以雙變量馬可夫模型描繪出景氣循

環的特徵。 

實證發現，在全部樣本期間(1979 年第一季到 2001 年第四季)的全期事後機率分析

中預測出的景氣波動在 1990 年以前的預測大致與經建會所公佈的景氣波動相符，但在

1990 年以後，對於景氣循環的捕捉效果並不好。 

當考慮結構性的轉變後，再將資料區分為兩個子期間，分別為 1979 年第一季到 1990
年第四季與 1991 年第一季到 2001 年第四季。實證發現，台灣景氣循環在 1990 年後有

低成長狀態，本文對於景氣高峰與谷底的估計與經建會的公佈相去不遠。而 1979 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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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到 1990 年第四季的景氣預測中，台灣景氣循環低成長期間有 1981 年第一季到 1983
年第一季及 1984 年第四季到 1985 年第四季，而經建會所公佈的谷底為 1980 年第二季

到 1983 年第一季及 1984 年第四季到 1985 年第四季，本文在 1980 年的景氣預測中落後

了約三季，而 1984 年的景氣谷底則在本文的預測之中。 

考慮到了結構性的轉變，將研究期間分割之後，本文的實證結果與經建會的景氣循

環公佈大致吻合，也顯示了以雙變量馬可夫模型結合 Gibbs Sampling 可充份掌握景氣循

環的特徵，說明了毆肯法則在台灣是成立的，此種經濟特性符合台灣景氣循環的預測。

藉由歐肯法則運用到景氣循環之估計時，可觀察到，當失業率增加時，社會上多了一些

沒有收入可供消費的人們，因此企業及廠商會發生產品滯銷、服務業蕭條的情況，企業

及廠商不得已只好解雇員工進行裁員，如此導致惡性循環，使經濟成長同步滑落。因此，

政府當局可針對產出(GDP)與失業率之抵換關係，衡量其間的相對成本，作為經濟發展

政策之參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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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Okun’s law, this study uses a bivariate Markov switching model that 

estimate via Gibbs sampling to describe the business cycles in Taiwan. After taking structural 
changes into consideration, we find that this approach is suitable for describing the business 
cycles in Taiwan. Therefore, Okun’s law is valid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may use the 
trade-off of GDP and unemployment rate to estimate the relative cost as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developing the econom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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